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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历史进程
——— 基于双重话语实践的分析

凌胜利，王 帆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37)

摘 要: 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进程远早于“9·11 事件”发生，突出表现为双重话语实践，既包括
国际上的外交话语实践，也表现在国内立法话语实践。双重话语实践呈现出非一致的阶段性发展，实现了
由有所分歧到日渐趋同的发展，国际反恐规范与国内反恐规范也因此日益衔接，体现了中国参与国际反恐

合作的不断深入。不过当前中国反恐的话语实践受国际反恐规范影响较大，自身话语还有待提升，为应对
国际反恐新形势，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升反恐话语权。
关键词: 中国; 国际反恐合作; 话语实践; 外交话语; 立法话语

国内外关于“9·11”事件后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的原因、目的及意义已有过大量分析，特别是对
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合作、中美反恐合作的意义作了较为详细、深刻的论述。①不过
这些研究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大多从国际视角来分析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的原因，忽视了中国参与国际

反恐的内在动力; 二是对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 “9·11”事件以后，缺乏对
“9·11”事件以前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进程的研究。实际上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远早于 2001
年，并且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就日益积极，并非因 “9·11”事件的促动，而是基于中国参与
国际反恐合作实践的认知变迁和反恐的内在现实需要。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经历了一个孤立、有限
参与到积极参与的发展过程，实现了国内反恐规范与国际反恐规范的不断接轨。在中国参与国际反恐
合作的进程中，突出表现为话语实践。“话语实践是参与目标的认知框定实践活动，它往往和话语、
概念等认知观念相关”。②行为体对某一事物的参与离不开其认知与事实框定，“通过赋予事物或事件
以特定意义，建构适当的认知框架，从而指导具体行动。因而，话语实践是实践者界定利益、赋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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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框定认知的一个实践进程，是一个‘使主体观念变成主体间观念的过程’”。① 中国参与国际反恐
合作的话语实践突出表现为中国如何认识恐怖主义、对待国际反恐合作和惩治恐怖主义以及在参与国
际反恐合作进程中所产生的认知演变，由此也推动了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进程的发展。中国参与国
际反恐合作的话语实践主要包括中国政府在国内外不同场合的话语表态、认知框定和利益界定，这也
构成了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话语实践方面，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经历了双重话
语实践，一是以国际表态 (主要以国际社会为对象) 为代表的外交话语实践; 二是立法惩治 (主要

以国内民众为受众) 为代表的国内话语实践。国际话语与国内话语由不相一致到不断趋同，表明了
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的渐趋一致，实现了中国由参与国际反恐订约 (形式上的加入条约) 到遵约

(实践中的遵守条约) 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反恐合作的日益融入。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进程
实际上是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的一个缩影。通过比较外交话语实践与国内立法话语实践，显著地体
现了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的相关性，国际规范的国内化，也能够最为明显地反映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的

自主适应。

一、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的外交话语实践: 基于国际表态的视角

事实上，中国官方最早使用 “恐怖主义”一词源自中国外交代表在国际上的表态。以 “反恐”
或“恐怖”检索《人民日报》② 和查阅《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中国代表团出
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档案，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的外交话语实践，反映了中国对于反
恐的认知、态度和立场。

1. 反恐与反帝、反殖、反种族等相结合阶段 (1972 － 1978 年)
中国国际反恐的话语实践始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参加了联合国

大会、安理会、联合国第六委员会等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讨论，表达了中国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中国
最早在联合国就“恐怖主义”表态是 1972 年 9 月 22 日，中国代表陈楚在反对把防止所谓 “恐怖主
义”问题列入联大议程时进行了表态: “我们一向不赞成个人的或少数人脱离群众的冒险恐怖行动，
因为它有损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但是，必须强调指出: 在说到暴力行为问题时，首先应该区
别是侵略者、压迫者的军事侵略和暴力镇压，还是被侵略者、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这是性质完全不
同的两种暴力。哪里有侵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
义、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是当前世界上实施恐怖主义和反动暴力行为的罪魁祸首，被侵略、被压迫的
民族和人民被迫拿起武器，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则完全是正义的。这个议题没有区分侵
略者、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被压迫者，而笼统地提出防止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就有可能被帝国主
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所利用。根据上述理由，中国代表团支持毛里塔
尼亚、几内亚、叙利亚、利比亚等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代表团的意见，不把这个议题列入大会的议
程。”③ 这一表态体现了中国对恐怖主义的三个态度: 一是中国不赞成少数人的恐怖行动，这与后来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有所不同; 二是主张对恐怖主义的惩治应追根溯源，实际上是与反帝反

殖等斗争结合起来，并认为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等是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更应受到惩治; 三是在
多数人的革命斗争中使用恐怖方式可能是被理解与允许的，中国不赞成 “少数人的恐怖活动是因为
其脱离了革命应发动群众的原则”。当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当中，民族解放力量由
于相对弱势，往往会采取暗杀、爆炸等被西方国家认为是恐怖主义行为的方式进行斗争，这引起了西

501

①

②

③

Audie Klotz，Norms i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pp. 29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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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支持毛里塔尼亚等国的意见，指出这个议题没有区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暴力，有可能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利用》，《人民日报》
1972 年 9 月 24 日，第 6 版。



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和谴责，要求加强国际反恐，进而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一定的压制。中国基于团结
第三世界的战略需要，不愿坐视西方国家借反恐名义打击民族解放运动，因而在反恐与民族解放运动

上倾向支持后者。①

通过将恐怖主义活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挂钩，不仅弱化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削
弱了西方国家谴责发展中国家的恐怖行为的正当性，也可以通过焦点转移为自己的话语实践赢取一定

的正当性，这是当时中国消极参与国际反恐的主要策略。②此外，中国当时对于推动国际反恐合作亦
持消极态度。不仅反对将“恐怖主义”议题列入联大议程，还反对将 “国际恐怖主义”作为第六委
员会的优先讨论。对联合国推进国际反恐和制定一些国际反恐公约总体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③ 这一
时段中国对反恐持消极态度很大原因是担心国际上借反 “恐怖主义之名”损害民族解放运动。因此
中国一方面反对恐怖行动，另一方面也为民族解放运动辩护。中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认识很大程度上
是基于革命、意识形态，并非意识到恐怖主义本身的负面性。“反对以个人暗杀和绑架的手段来进行
政治斗争，因为这有损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利益”。④ 在中国看来，正确的革命方式应该是
发动群众而非单打独斗。并且当时中国对起草、参与国际反恐公约态度也比较消极，最为重要的原因
有两点，一是害怕该草案损害民族解放与革命事业; 二是害怕国际公约损害国家主权。⑤ 尽管后期中
国对国际反恐态度有所改进，但主权顾忌以及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担忧却始终存在。⑥

2. 有限反恐阶段 (1978 － 1996 年)
1978 年以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融入加快，在国际反恐问题上也有所推进。一是参与国际反恐
的观念认知发生积极转变。中国不仅加入了大量国际反恐公约，签署了大量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还逐渐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支持国际反恐与否的重要原则，坚持反恐必须考虑民族

解放运动与革命事业渐趋松动直至不再考虑。⑦ 比如 80 年代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就反恐问题表态时认
为有必要区分国际恐怖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并提及反帝反霸。⑧ 但 1992 年以后只是提及有必要考
虑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和社会基础，不再重复之前的反帝反殖反霸话语。⑨ 二是在国际反恐合作上态
度更加积极，表示了合作的意愿与诚意。中国不仅原则上同意制定一项反对劫持人质的国际公约，同
时也支持“有利于防止和制止国际恐怖事件发生的合理主张和建议”，并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要在国
内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恐怖主义，瑏瑠 与此同时也意识到了国际反恐规范国内化的必要。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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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有必要反对国家恐怖主义。70 年代主要是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① 80 年代则认为有必要谴
责“那种由国家政权直接进行的大规模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即国家恐怖主义”。② 但也反对借反恐名
义对一些国家进行军事威胁。③ 四是中国外交部开始对国际上发生的恐怖事件表示谴责并对受害者表
示关切。④ 但并未表现出呼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的积极态度。这一时期中国对国际反恐体系的参与日
趋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公约的数目增加，同时也介入了一些实际性的反恐活动，比如要求引渡劫机

犯。参与的内在动力主要源自国内打击劫机犯与民族分裂主义所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需要，国际贡献
与共享相对有限，因而总体上还是处于一种有限反恐阶段。

3. 积极反恐阶段 (1996 年至今)
美国学者麦艾文和泰勒·弗莱维认为 80 年代，中国 “对多边制度较为反感”，担心西方国家利

用它来“惩罚或约束中国”。但 90 年代后，中国态度有所转变，开始承认国际组织能 “促进其贸易
发展并维护其安全利益”。⑤ 基于对国际体系的正向认知增强，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更加积极全面
地参与国际体系，在国际反恐合作领域也表现得同样明显。中国开始更多地利用国际反恐来促进国内
反恐。国内外有关中国反恐的研究大多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是在 “9·11 事件”发生之后，但
在话语实践方面，1996 年后中国反恐态度的总体趋势是日渐积极，显著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
国家领导人 (此前只是外交部发言人) 开始对国际上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受害者表示慰问，并呼吁

加强国际反恐合作行动，在伙伴关系建设中也加入了反恐合作条款。⑥ 如 1996 年 《人民日报》首次
刊登了时任总理李鹏对以色列所发生的几起恐怖爆炸事件表示的哀悼和慰问。他在致以色列国总理西
蒙·佩雷斯的慰电中表示: “惊悉近日来在以色列境内发生多起大规模恐怖爆炸事件，造成数百名无
辜平民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死难者的家属表示哀悼
和慰问。中国政府对这些恐怖活动深感震惊，并表示强烈谴责。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共同努力，采取有
效措施，排除干扰，促进中东和平进程向前发展。”⑦ 此后，江泽民、胡锦涛等也多次对国际恐怖行
径表示强烈谴责，并重申中国反恐的坚决态度和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⑧ 二是中国对
于国际反恐合作的态度渐成系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四点: 1. 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国本身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2.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认真遵守国际反恐公约，严格执
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3. 主张对恐怖主义的治理应采用综合手段标本兼治，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4. 尊重与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反恐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上述表态表明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态度
更加全面积极，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发挥建设性作用，提出了一些较好的政策建议。三是中国更多地强
调自身作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身份和介绍中国国内反恐政策。为了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势力，中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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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际社会表明自身的恐怖主义受害者身份，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支持中国的反恐斗争。①

与此同时，中国还更多地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反恐政策特别是立法政策，包括中国对恐怖主义

活动的刑法立法惩治、制定《反洗钱法》，实现与国际反恐融资合作接轨。四是中国更多地表达对于
国际反恐合作的贡献。“9·11 事件”发生后，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的实际行动明显增多，不断推动联
合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加强国际反恐合作。中国有资本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参与国际反恐
的积极成果。② 这一阶段，中国对国际反恐合作态度趋向积极，既与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北京奥运
会安保的内在需求有关，也离不开中国逐渐肩负与自身能力相当的国际责任、推动中美反恐合作战略
需要有关。从更深层次的观念认知角度来看，中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恐怖主义的人道主义危害性与
政治破坏性，因而反对这种暴力行径，毫无保留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由此也推动了中国更加

积极地参与全球反恐合作。

二、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的国内话语实践: 基于立法惩治的视角

在“9·11”事件以前，中国国内对恐怖主义关注较少，对国际反恐合作的融入程度有限，在恐
怖主义的话语实践方面与国际接轨程度较低。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恐怖主义的立法惩治最能够
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反恐的国内话语实践。中国对恐怖主义的立法惩治经历了 “反革命罪”、“危害国
家安全罪”、“恐怖主义活动犯罪”三个阶段，由此也实现了对国际反恐合作的逐渐深入参与。

1. 以反革命罪进行惩治: 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孤立阶段 (1949 － 1987 年)
在很长时段内，中国并没有相应的 “恐怖主义罪名”条款，对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主要笼统地以

“反革命罪”进行惩治。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规
定了“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以各条例治罪”。③ 在
“反革命罪”的界定中，就包含了大量当前属于“恐怖主义”范畴的犯罪活动，比如爆炸、投毒、散
播病菌、杀害公职人员与无辜群众。除了这一专门条例外，1950 年草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
纲草案》第四章“反革命罪”也规定了对一些恐怖活动予以惩治。④ 1979 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明确规定了反革命罪的概念，规定 “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其中包括投放毒物、散布病菌等恐怖主义性质犯罪活动。
以“反革命罪”名义对恐怖主义活动进行惩治，虽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恐怖主义活动对国家安

全与社会稳定的危害，但与国际反恐规范衔接较少。比如反革命目的成为该罪认定的必要要件，引发
不少争议。“以目的要件作为类罪名的要件，会导致具体犯罪构成的缺陷以及与现实中具体案件的处
理严重不相适应，目的作为犯罪构成的尺度具有不确定性，在实际中难以成为衡量犯罪的尺度”。⑤

如同当前对恐怖主义定义一样，是否具有政治性目的也成为国际上对恐怖主义认定的重要分歧。尽管
反革命罪的认定包含了恐怖主义活动犯罪，但却极有可能被滥用，在具体刑法适应上存在困难。因而
有学者主张将政治型恐怖主义活动与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分开予以惩治。⑥ 在与国际反恐衔接
上，通过反革命罪来惩治恐怖主义活动犯罪面临着 “政治犯”无法引渡的难题，因而中国必须对这
些罪名进行修订以实现国际接轨。该阶段由于反恐国际公约的国内法律程序推进比较滞后，存在国际
规范的国内化适应困难，导致中国参与国际反恐成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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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惩治: 中国对国际反恐合作的有限参与阶段 (1987 － 2001 年)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发生了大量的劫机事件，并且罪犯大多逃窜到台湾地区和韩国。
此外，我国新疆、西藏地区由民族分裂运动所催生恐怖活动也日益增多，① 这些恐怖主义活动的跨境
性促使中国有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的必要。

1987 年 6 月 23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涉及 《受国际保护人权公
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等五个国际反恐公约，加快了中国反恐法律的国际接轨。国务
院在对该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 “在未修改我国现行刑法的前提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
做出决定，明确我国对这类条约规定的罪行的管辖权，将表明我国在反对恐怖主义等方面切实履行国

际义务的严肃立场; 从国际法同国内法的关系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这一决定，既能避免今后审

批这类条约时在刑事管辖范围方面一事一决的繁复，又可以解决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同国内法的有关

规定不相衔接的问题，有益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② 根据国际反恐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将
非法劫持航空器、危害民用航空安全、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等行为在国内法上规定相应罪行。中国
此前虽加入了这些国际反恐公约，但在国内法律上并没有相应的惩治条款，也就无法行使普遍管辖

权。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确立了我国对恐怖主义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进而可以促进中国对恐怖主义
活动的惩治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不过由于当时我国依然将恐怖主义活动犯罪纳入 “反革命罪”框
架下予以惩治，很难实现与国际反恐的法律接轨。“反革命罪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使我国刑法在走
向国际社会时，遇到许多本可避免的不必要的困难”。③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虽然对中国参与国际反恐
公约的国内化开了一个口子，但决定毕竟不能代替法律。只有在国内立法上对国际反恐公约进行内
化，才能真正实现与国际反恐规范衔接。1988 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改稿)》将刑法分则
第一章“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删除了反革命罪的定义和各条关于 “以反革命为目
的”的规定。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该草案第 98 规定了“恐怖活动罪”。自此，通过将“反革命罪”
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我国反恐立法逐步与国际反恐规范真正地实现了接轨。

3. 以恐怖主义活动犯罪进行惩治: 中国对国际反恐体系的积极参与阶段 (2001 年至今)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国际反恐形势，推动了国际反恐合作，中国对国际反恐的参与也更
加积极，不仅促成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成立地区反恐特别机构，还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反恐合作。无
论是话语还是行动方面，中国对国际反恐体系的参与都前所未有地加深。
在话语实践方面，为了实现与国际反恐规范的进一步接轨，中国在刑法修正上制定了更为详细的

罪名以惩治恐怖主义。④ 通过增加新的罪名、修改原有罪名及其罪状、完善刑罚，我国刑法惩治恐怖
活动更趋完善，有效缓解了国际反恐规范的国内化适应困难。从话语实践上来看，刑法修改是对恐怖
主义活动的认知重新框定，也是新的国际反恐背景下我国对国际反恐融入的需要。⑤ 该修正案不仅明
确了我国对恐怖主义活动犯罪的认知，还在具体罪名上进一步实现与国际接轨。比如资助恐怖活动罪
则适应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的要求。通过对刑法第 191 条规定的洗钱罪进行
完善，将恐怖活动罪加入到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行列。2006 年又制定了《反洗钱法》，确立了相关防范
恐怖主义融资的制度。通过不断完善反恐立法，中国对国际反恐的话语实践基本上实现了与国际接
轨，从而推动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促进了中国对国际反恐合作的更深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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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在话语实践方面经历了立法惩治的国内话语实践与国际表态的外交话语实

践。两种话语实践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发展，国内话语实践相对于外交话语实践进程要缓慢，外交话
语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话语实践。在国内话语实践方面，中国对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惩治经历
了漫长的以“反革命”罪进行惩治的阶段。由于缺乏内在的国际反恐合作需要，中国只是在形式上
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反恐公约，并未推动这些国际反恐规范的国内化。“危害国家安全罪”阶段对恐怖
主义活动犯罪界定得比较笼统，处于过渡阶段，但至少通过国内立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 《决
定》实现了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的逐步接轨，进而推动了我国对国际反恐合作的融入，并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了国际承认。“恐怖主义活动犯罪”阶段表明中国对恐怖主义活动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并在
立法惩治上更加细致周密，从而可以实现与所加入的国际反恐公约的高度接轨。在外交话语实践方
面，由于中国既需要考虑国际形象又需要兼顾国内反恐话语现状，在话语实践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复杂

性和矛盾性，这在外交话语实践的第一阶段表现尤为明显，不过随着中国反恐的国内规范与国际反恐

规范的不断接轨，中国反恐的国内话语与外交话语也更为协调，中国从国际反恐合作的消极参与转向

积极建设。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是一种双向社会化实践。在参与初期，中国更多地受国际反恐规范
影响，随着参与进程的不断加深，中国对国际反恐的建设性作用也得到了体现，除了积极推动上海合

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合作外，中国还积极推动打击核恐怖主义、为联合国制定 《全面反恐公约》出
谋划策。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对国际反恐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还只是国际反恐合作的参与者，处在
国际反恐规范的自主适应阶段，对国际反恐合作的话语权还有待提升。当前国际反恐合作出现回落，
恐怖主义国内化加剧，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国内反恐规范与国际反恐规范接轨，为有效开展实质性的国

际反恐合作夯实法律基础，同时也应更为主动提出国际反恐合作新主张，提升国际反恐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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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Terrorism:
An Analysis Based on Double Discours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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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took part in international counter － terrorism cooperation far earlier than“9·11 Incident”，
with double discourse practice being the most prominent performance． The first is diplomatic discourse practice
internationally，and the second is domestic discourse practice for legislation punishment． The two discourses
didn't evolve consistently，however they got converged gradually，which reflected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par-
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terrorism． Chinese anti － terrorism norms began to link up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increasingly． But overall，China's discourse practice of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
eration against terrorism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international norms，its own discourse power still needs
to be raised so as to deal with the new situation of counter － terrorism．
Key words: Chin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terrorism; discourse practice; diplomatic discourse; leg-
islation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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